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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傅高义《中国和日本：１５００ 年的交流史》

王广涛

２０１９ 年，哈佛大学中日问题专家傅高义（Ｅｚｒａ Ｆ􀆰 Ｖｏｇｅｌ）教授出版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Ｆａｃ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一书。① 同年，该书中译本和日译本分别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和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相

继出版。② 这让包括中日两国在内的读者可以在阅读这本中日关系通史性著作时不会产生时间

差。 按照正常的学术译著出版流程，英文著作往往要先经过英文学术界批判之后，其他相应语种的

译著才会跟进出版，对于傅高义而言则不存在这个问题。 他已经在中日两国出版了多部学术著作，
其中，《日本第一》在日本销量超过 ７０ 万册，《邓小平时代》在中国销售超过 １００ 万册。③ 议题的受

关注程度以及他在该领域的研究积累足以保证该书在中日出版界获得积极反响。 当然更重要的原

因还在于，相较于美国等英语国家的读者，作者更加迫切地希望中日两国的读者能够阅读这本书。
如他在前言中所述：“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总在考虑如何使该书的读者不只包括西方人，也包

括中国和日本读者。”④在笔者看来，与此前的《邓小平时代》一样，该书也是一部“为公众而写的学

术著作”，即写给那些希望中日能够相互理解的人读的。⑤ 本文将在追溯作者中日关系史研究轨迹

的基础上对《中国和日本：１５００ 年的交流史》一书进行评析，重点介绍该书作为中日关系通史性著

作所具有的时代价值，并就书中所涉及的若干重要议题进行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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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冷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谱系构成与发展演变研究”（２０１８ＥＧＪ００１）的阶段性成果。
Ｅｚｒａ Ｆ􀆰 Ｖｏｇｅｌ，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 Ｆａｃ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ｈｅ Ｂｅｌｋｎａｐ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９），以下简称“原著”或《中国和日本》。
エズラ·Ｆ􀆰 ヴォ—ゲル、益尾知佐子訳『日中関係史：１５００ 年の交流から読むアジアの未来』、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２０１９

年，下文引用称“日译本”；傅高义著，毛升译《中国和日本：１５００ 年的交流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 另外，台湾

亦引进毛升译本，参见傅高义著，毛升译《中国与日本：傅高义的历史思索》，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 ２０１９ 年版。 本文中译本内容

皆出自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译本，下文简称“中译本”。
Ｅｚｒａ Ｆ􀆰 Ｖｏｇｅｌ， Ｊａｐａｎ Ａ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ｎｅ：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９），中文

版可参见傅高义著，谷英等译《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上海译文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 Ｅｚｒａ Ｆ􀆰 Ｖｏｇｅｌ， Ｄｅｎｇ Ｘｉａｏ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ｈｅ Ｂｅｌｋｎａｐ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中文版可参见傅高义著，
冯克利译《邓小平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１３ 年版。

中译本，“前言”。
这一说法出自章百家《一部为公众而写的学术著作———读〈邓小平时代〉有感》，《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８ 期，第

１２０—１２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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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傅高义的中日关系研究轨迹

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出身的傅高义早年关注日本的家庭—社会结构以及精神病理学，代表作

《日本新中产阶级》是其在日本访学期间完成的调研报告，前面提到的《日本第一》一书则让他在日

本获得了包括学术在内的多重影响力。①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后，傅高义本人开始学习中文，并把中

国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 傅高义一直关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社会体制转型，他曾出版《共
产主义制度下的广州》与《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

邓小平的传记。②
冷战结束后，傅高义仍旧在研究中国和日本，但其旨趣开始向政治外交以及国际关系领域倾

斜。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转型，既跟他本人工作和研究轨迹的变化有关，也跟东亚地区秩序的转型有

着密切关系。 傅高义于 １９９３—１９９５ 年“借调”到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担任东亚国家情报官，这让

他有机会接触更多美日两国政府的官员，同时他还与担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领导职务的约瑟夫

·奈（Ｊｏｓｅｐｈ Ｓ􀆰 Ｎｙｅ）等人起草了有关美日安全关系的重要协议。③ 此外，在哈佛大学担任东亚研

究中心主任等行政职务也让他有机会接触更多的学者以及高层政治人物，在此期间他主持了两个

非常重要的国际合作研究项目。 一个是中日美三国自二战至今的外交关系研究，另一个是由中日

美三国学者来共同审视二战的中国战场究竟发生了什么。④ 这两个研究项目的成果都已出版，并
在三国学界产生了较好的反响。⑤

傅高义本人于 ２０００ 年正式从哈佛大学退休。 对于退休之后的学术研究他曾有过明确的规划：
完成《朴正熙时代》（三卷本）的编写工作，以及研究邓小平。⑥ 中日关系史的写作本不在傅高义的

研究计划中，在完成给他带来极高声誉的《邓小平时代》之后，他原本计划继续探讨中国改革开放

初期的另一位政治家———胡耀邦。 但是，在目睹了 ２０１０ 年中日撞船事件以及日本“国有化”钓鱼

岛引起中国人民强烈抗议等事件之后，傅高义将研究的焦点转到中日关系上。 在历时七年多的资

料收集和写作之后，《中国和日本》一书于 ２０１９ 年付梓。
透过傅高义本人的学术研究轨迹可以看出，他研究中日关系似有偶然但也是必然。 近些年傅

高义一直奔走于中国、日本和美国，为中日关系甚至中美关系改善所作出的努力有目共睹。 或许是

他的学术生命史中有太多中日两国印迹的缘故，这位来自第三国的学者时刻保持着对中日关系忍

不住的“关怀”。 如作者所言，“我相信自己可以在改善中日关系方面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因此也

有了一种特殊的责任感”，而《中国和日本》正是这一责任感催生下的产物。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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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ｚｒａ Ｆ􀆰 Ｖｏｇｅｌ， Ｊａｐａｎ􀆳ｓ Ｎｅｗ Ｍｉｄｄｌｅ Ｃｌａｓｓ： Ｔｈｅ Ｓａｌａｒｙ 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ｉ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ｎ ａ Ｔｏｋｙｏ Ｓｕｂｕｒｂ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Ｃ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３）， 中文版可参见傅高义著，周晓虹等译《日本新中产阶级》，上海译文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

Ｅｚｒａ Ｆ􀆰 Ｖｏｇｅｌ， Ｃａｎｔ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ａ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１９４９ － １９６８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０）， 中文版参见傅高义著，高申鹏译《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１９４９—
１９６８）》，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Ｅｚｒａ Ｆ􀆰 Ｖｏｇｅｌ， Ｏｎｅ Ｓｔｅｐ Ａｈｅａ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Ｒｅｆｏｒ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９）， 中文版参见傅高义著，凌可丰、丁安华译《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

傅高义著，沙青青译：《日本还是第一吗》，上海译文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１４８—１５０ 页。
傅高义：《日本还是第一吗》，第 １２１ 页。
傅高义、袁明、田中明彦主编，归泳涛译：《中美日关系的黄金时代》，重庆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杨天石、傅高义主编：《中日战

争国际共同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
Ｂｙｕｎｇ⁃Ｋｏｏｋ Ｋｉｍ ａｎｄ Ｅｚｒａ Ｆ􀆰 Ｖｏｇｅｌ， ｅｄｓ􀆰 ， Ｔｈｅ Ｐａｒｋ Ｃｈｕｎｇ Ｈｅｅ Ｅｒａ：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中译本，“中文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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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日关系通史写作的价值

傅高义坦承自己不是历史学家，对中日两国的历史问题没有专门的研究。 但是通读全书之后，
其对两国历史的整体把握以及那种驾轻就熟之感仍然让人耳目一新。

撰写中日关系通史性著作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由于中日两国在近现代史上存在的龃龉较多，学
术著作的撰写也难免要受到学术立场、意识形态甚至政治环境的影响。 目前在中日学术界评价较

高的中日关系史著作或来自于合作研究，或为断代史写作。① 该书除第五章和第七章内容为合作

完成之外，其他皆由傅高义本人写作，可见其在该领域研究视野的广度和学术积累的深度。 另外，
傅高义身为中日关系中的他者，或许可以提供更新鲜的解释视角以及相对客观的分析。 在该书中，
作者强调最多的就是“客观地分析中日关系”。 如他在前言中所述，中日“两国的学者聚在一起试

图解决彼此的分歧时，结果却往往是针锋相对，无法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 外人则可以相对客观

公允地研究中日之间的历史，倒是有可能促进中日双方的相互理解”。② 所以，傅高义是以对两国

都抱有同情态度的旁观者的身份来研究两国的历史，为中日关系史提供一个客观的解读，以改善两

国关系。 当然，客观公正并不是各打二十大板，也不是投机取巧、投其所好。 傅高义虽然在中日两

个译本各写了不同的序言，笔者在比对之后并没有看到文本中有“见风使舵”的倾向。
何为“客观”？ 对此，中日关系史学界恐怕很难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在笔者看来，中日关系

史中最紧要的涉及近代史的部分，一个基本底线当然也是最低共识应该是日本对中国所发动的战

争是“侵略战争”，对中国台湾、朝鲜以及东亚地区的统治是“殖民统治”。 关于这一点傅高义有着

清醒的认知。 他在其早先的著作中曾谈及日本的历史认识，“日本的首相对那些遭受日本以非正

义方式侵占的国家发出措辞严谨的道歉，没有给亚洲国家信心，而日本历史上所犯下的暴行没有得

到公开处理，日本就不可能同其他亚洲国家之间建立真正的信任。 只有公开审视过去才是治愈的

开始，我们才能真正超越二战的记忆”。③ 傅高义在书中亦多次强调日本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

苦，如果没有这样的基本认知作前提，中日关系史的写作不可能实现。
傅高义致力于向中日两国的读者提供更完整、更准确以及“不拉偏架”的历史叙事。 从全书的

结构上来看，傅高义强调中日两国自有文字记录以来的交流和互动，这种互动既有正向也有反向，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侧面，所以在篇章结构的把握上作者下了很大功夫，以“相互学习

和借鉴”为线索，将中日关系的历史分为古代、近代和当代（战后）三个分期。 其中，古代的中日关

系史以文化、艺术、技术、贸易的交流为主，时间跨度较久，作者用两个章节阐释这一段时期的交流

比较妥帖。 涉及近代的部分则较为复杂，中日关系历史问题的症结也在于近代，作者用了六章的篇

幅重点讨论近代中日关系，涉及甲午战争、日本对台湾和东北的殖民统治以及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等

重要事件。 涉及战后的部分作者比较中规中矩，以 １９７２ 年和 １９９２ 年为节点，将这一段历史分三个

章节来讨论，这也符合学术界对战后中日关系历史分期的一般认知。
就叙述手法而言，傅高义作为一名社会学家，并没有像历史学家那样基于严谨的史料进行分析

（虽然他也使用了大量的一手调查采访资料），而是采纳了其老师帕森斯（Ｔａｌｃｏｔｔ Ｐａｒｓｏｎｓ）的研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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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合作研究的成果首推中国学者步平和日本学者北冈伸一主持的中日历史共同研究项目，参见步平、北冈伸一主编《中日

共同历史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 日文版参见北岡伸一·歩平編『「日中歴史共同研究」報告書』、勉誠出版、
２０１４ 年。

中译本，“前言”。
傅高义：《日本还是第一吗》，第 １２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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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以历史社会学家的视角来撰写。① 该书对跨度为 １５００ 年的中日两国的社会结构以及两国关系

进行剖析，在对历史事件的论述中更多地强调社会力量、经济基础等要素，没有过多追究历史细节，
这是历史社会学研究的特色。 让人稍感遗憾的是，中日关系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分析应该

纳入东亚乃至全球秩序的变局中进行考虑，而该书除第三章讨论了“西洋的冲击”之外，并没有太

多涉及地区甚至国际层面的因素。
为了提高本书的可读性，傅高义在正文中很少使用注释，在全书最后附录延伸参考资料，这些

资料以英文文献居多，同时伴有中日文文献。 英文文献中亦有相当部分有中文或日文译本，可为感

兴趣的读者提供拓展研究的参考。 另外，作者将中日关系史上的 １４ 位关键人物作为索引添附全书

最后，且每个人物都附有进一步阅读资料。 他们分别是田中角荣、石原莞尔、石桥湛山、伊藤博文、
吉田茂、李鸿章、汪精卫、周恩来、孙中山、高碕达之助、廖承志、蒋介石、蒋百里、邓小平。 不过，值得

商榷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对日决策中发挥主导性作用的毛泽东，以及在中日邦

交正常化和开始对华经济援助扮演关键角色的大平正芳首相也应该在索引中占据一席之地，但遗

憾的是作者没有这样处理。

三、 关于中日关系史中重要议题的处理

《中国和日本》一书的可读性很强，但也不意味着没有任何问题，本节仅从两国关系史中的重

要议题试析一二。
在傅高义看来，中日两国难以实现历史和解的症结在于那段侵略的历史。 他本人并不否认侵

略历史的存在，但却花费相当多的文字去解释这场战争的偶然性。 傅高义在书中强调日本侵华，既
不是日本人的本性使然，亦没有一个精心设计的计划，只是一段偶然的历史。 但理解历史中的偶然

性往往有多个维度，如果仅就微观的历史事件而言，其发生确实具有偶然性的因素。② 但是，在事

态扩大化并最终演变成为战争的过程中，偶然性还能解释这一切吗？
该书不止一次地讨论了日本侵华的非计划性和偶然性。 例如，在第三章专门拿出一节（“日本

的军事野心：精心策划还是意料之外”）来对甲午战争前日本是否有侵华军事意图做了论述。 根据

作者所述，“对外侵略的决策不是来自一个整体的、明确的、长时期的计划，而是一个有各种因素卷

入其中的复杂过程的结果”。③ 具体来说这些因素主要牵涉日本国内，例如其政治状况、军事领导

体制、激进分子的恐怖威胁等都导致了侵略行动的发生。 作者在第七章中再次指出，“日本从未计

划侵略全中国。 可能除了荒木贞夫外，大部分军官都避免全面入侵中国”，“日本正慢慢滑向战争，
但他们没有战争的计划，更没有战后的和平计划”。④ 对此，作者进一步指出，到了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

代，随着国内各权力中心的分散，事实上已经很难就和平谈判寻找共识，这成为局部冲突最终走向

全面战争的原因。 这里比较耐人寻味的是，作者为何一直主张日本没有战争计划？
谈到侵略战争的计划性，多数人或许会想到“田中奏折”。 虽然书中多次出现田中义一，却并

未涉及“田中奏折”。⑤ “田中奏折”的存在与否在中日两国学界已经展开了相当激烈的讨论，肯定

与否定的声音都有。 退一步讲，不能因为奏折不存在，就否定日本侵略或者殖民东亚的意图。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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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前言”。
中译本，“译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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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大陆政策’，那么肯定还存在满蒙政策、对华政策或者其他。 大陆政策说到底也只是用来形

容日本有意图征服（或部分征服）朝鲜、中国的一个政策指向，哪怕在官方文书最初并未发现类似

表述，但是从日本军方行事的逻辑以及结果来看，似乎是不证自明的事情。① 总之，“以侵华为主的

大陆政策，始终是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主体”。②
这并非中国学者的自说自话，在日本也有相当部分学者认同侵略战争的计划性和意图性。 根

据美籍日裔学者桥本明子对战后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研究，高中历史教科书针对“那场战争”提供了

两种不同的叙事框架，第一种认为这是一种有意的侵略行为，由非正义的军事挑衅力量在帝国主义

野心的驱使下实施，最终演变成一场血腥的消耗战。 而第二种则认为这是一场必要的战争，迫于政

治和经济压力，扩大对亚洲大陆的占领，最终意外地发展成一场长时间、大规模的冲突。 桥本发现，
在目前广泛使用的六种教科书中，有四种使用了第一种叙事框架，只有两种使用了后一种。③ 在第

二种叙事框架中，政党冲突、意识形态的不同、领导人的无能等因素成为日本否定战争具有意图性

的借口，这跟前文傅高义的解释并无二致。
该书的定位既然是一本通史性著作，以“偶然”或者“非计划性”来为日本侵华定性，并绕过这

一段学术史的争论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中日两国历史问题的核心在于对中日两国近代史进程中

的重要事件的来龙去脉存在不同的见解。 对此，针对某些具体事件（例如南京大屠杀），该书仅罗

列了中日两国的代表性学术观点，而更多时候则是一笔带过，让读者有意犹未尽之感。 如果该书潜

在的读者群是希望改善中日关系的公众，那么将特定事件的学术争论落实到纸面上，并把这些问题

留给读者来思考或许更加恰当。
该书另外一个值得商榷的地方在于作者对冷战后中日关系的书写。 该书认为冷战后中日关系

走向恶化的诸因素中，民族主义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的爱国主义教育恰恰是

其重要表现形式。④ 爱国主义教育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

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中日关系。 根据作者的解释，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似乎与中国人民的反日情

绪相关。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笔者在此前的研究中曾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反帝国主义批判的

谱系中，日本并不是独立的存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中国民众爱国主义之体现的《中国可以

说不》一书，其情绪的指向是当时唯一的霸权国———美国，而不是日本。⑤ 傅高义在该书中还指出，
为推广爱国主义教育，中国政府“１９９５ 年挑选出四十个国家级爱国基地，有一些基地涉及外国，其
中一半与日本有关”。⑥ 对此需要澄清的是，自近代以来对中国进行殖民和侵略的列强中，尤以日

本给中国带来的创伤最持久、最严重，《中国和日本》在罗列上述数据的同时，如能够提到这样的基

本事实会让论述更加有平衡感。
中国爱国主义教育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日本是在进入 ２１ 世纪之后。 时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纯一

郎自 ２００１ 年起连续六年参拜靖国神社。 这给中日关系带来的影响是破坏性的，不仅严重影响了两

国国民对彼此的认知，还影响了两国的经贸往来。 对此，该书虽然有所提及，但从内容的深度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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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颂伦：《近代日本的基本国策———大陆政策》，《江海学刊》２００４ 年第 １ 期，第 １５０—１５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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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広涛『日中歴史和解に関する研究』、博士論文、名古屋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２０１７ 年、１７６—１７７ 頁；宋强、乔边等：

《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选择》，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
中译本，第 ３４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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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来看并非置于重要位置。① 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日本内阁府的舆论调查结果，自小泉内阁开始

日本民众对华好感度急剧下滑。②
另外，目前已经有相当一部分研究将日本的政治保守化、右倾化以及历史修正主义教育视为影

响中日关系良性发展的主要原因。③ 对此，比较政治学界对冷战后日本的政治保守化和右倾化进

行了诸多实证的研究，也取得了若干基本共识。④ 更有观点认为日本右翼的知识分子在传承日本

传统思想上，在塑造日本国民国家品格上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⑤ 因此，不谈日本的政治保守化

和右倾化，很难做到全面地理解冷战后中日关系的变化。 傅高义在前言中强调重视彼此政治、经济

和社会的结构，遗憾的是该书并没有涉及冷战后日本国内政治和社会的变迁。

四、 关于部分表述和事实的探讨

除上述关键问题值得商榷之处以外，书中部分人、事、地的内容和表述也存在错讹或比较容易

让人困惑的地方。 比照英文原著，中日文译著对其进行了修改，但并不全面，甚至译著中也出现若

干误译，试举几例如下。
第八章 “中日战争” 的 “南京大屠杀” 一节涉及南京安全区的范围时提到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⑥ 事实上当时南京安全区所在地包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国大使馆、鼓楼

医院等设施，此处应该指“金陵大学”，但“金陵大学”的英文应为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ａｎｋｉｎｇ 或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ａｎｋｉｎｇ。 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南京大学（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当时的名称是“国立中央大

学”（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对此，日译本根据英文原本“Ｎａｎ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将其错译成“南
京大学”，而中译本则正确地译成“金陵大学”，纠正了原著中的错误。⑦

全书多处提到各国在华租界，中文虽然都是“租界”，但在英文却存在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和 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
之别。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和 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 在法律上有明确的区分，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更多强调外国侨民在华较为集中

的居留地， 而 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 则更多强调权利之让渡。⑧ 旧时上海法租界一般翻译为 Ｆｒｅｎｃｈ
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而公共租界则译为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傅高义在书中虽然有意对二者进行区别，但
在部分场合存在混用的现象。⑨ 涉及日本人在上海的居留地，傅高义巧妙地避开了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和
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 之辩，使用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ｔｙ 这一表述，然而，中译本和日译本却将其翻译成

“日本在上海的租界”。􀃊􀁉􀁒 日本在上海并无单独租界，主要聚集于位于虹口一带的公共租界，所以这

一表述有误。 当然，侨居虹口的日本侨民数量众多且影响力较大，不免有称之为日租界的说法，但
就学术书写而言并非规范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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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该书在谈及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在促成中日恢复邦交过程中的作用时，结合英文原文

以及中日两个版本译文的处理，有几个地方值得指摘。 傅高义在介绍竹入义胜访华以及会见周恩

来的日期出现了错误。 原著为 ７ 月 ２５ 日竹入义胜从北京返回（ｒｅｔｕｒ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而事实上竹

入义胜是 ７ 月 ２５ 日离开日本经香港转机于深夜到达北京。 对此，中译本和日译本都纠正了原著的

错误，以 ２５ 日作为抵达北京而非返回日本的日期，原著为何出现时间的错误不得而知。① 原著和

中译本在介绍同周恩来会谈的时间时，均使用了“十个小时”这一说法，日译本则译成“二十小时”。
根据别枝行夫对当事者的调查显示，竹入义胜到达北京后 ２６ 日先同廖承志会谈三小时，且廖表示

会把会谈内容反馈给周恩来。 ２７—２９ 日连续三天同周恩来会谈三次共计七个小时，因此应该是日

文译者的错译。②

在同一段落中，傅高义对竹入义胜的介绍仅仅止于“公明党委员长”，但是中译本补充为“与田

中角荣关系亲厚的公明党委员长”，日译本更甚，增加了周恩来视竹入义胜为田中特使一说。③ 日

文译者在后记中交代，日译本的翻译参照了先期出版的中译本，或许是在参照中译本“与田中关系

亲厚”这一表述之后有所发挥也未可知。 竹入义胜及其所在的公明党在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过程

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但是，根据早先解密的外交档案以及竹入义胜本人的回忆录，竹入在访华以及

同周恩来谈判的问题上并未获得田中角荣首肯，更无所谓“特使”一说。④ 事实上，社会党前委员长

佐佐木更三在稍早一些的对华访问中，已经从周恩来口中得到了中方所谓的复交条件。 佐佐木回

日本后分别于 １９７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和 ２７ 日两次会见田中，并报告访华情况，却没有把周恩来的口信

传达给田中，佐佐木坦承“只是传达了六成”，这导致了田中在涉及复交的关键问题上犹豫不决，当
然也才间接促成了竹入义胜“日本基辛格”这一形象的诞生。⑤ 作为一部中日关系的通史性著作，
或许我们不应该在细节上强求更多，但是在涉及中日复交谈判等关键环节，若能够多做一些交代，
或许能澄清中日关系中的更多面向。 例如，社会党出身的佐佐木更三没有把周恩来对复交的条件

以及希望田中国庆节访华的口信带给田中或许出于政党竞争的初衷，而非中日关系改善的大局。
傅高义在本书中特别强调中日两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日本国内自民党和社会党“保革对立”的政

治结构不正是其重要体现吗？
当然，由于本文篇幅以及笔者能力所限，仅对本书原著和译本所出现的讹误和误译做上述交

代。 毕竟涉及如此长跨度、宽视野的研究很难对具体事实详细考究，这些细节无碍于该书作为学术

著作的价值以及畅销书的可读性。 从学术批评和翻译批评的角度，如能避免上述类似错误或许能

够让此书更加完美。

五、 结语

中日关系在经历了 ２０１２ 年“购岛风波”之后，最近几年重回正轨，开始了更多正面的互动，但
是中日两国存在的各种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而其根源则在于两国之间的历史问题，以及作为历史

５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原著，第 ３２９ 页；中译本，第 ３０９ 页；日译本，第 ４２６ 页。
別枝行夫「日中国交正常化の政治過程：政策決定者とその行動の背景」、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編『国際政治』第 ６６ 号、１９８０

年 １１ 月、７ 頁。
参见日译本，第 ４２６ 页。
井上正也「『竹入メモ』日中国交正常化を進めた公明党委員長の独断専行」、『外交』第 ７ 号、２０１１ 年 ５ 月、７２—７５ 頁。
別枝行夫「日中国交正常化の政治過程：政策決定者とその行動の背景」、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編『国際政治』第 ６６ 号、１９８０

年 １１ 月、５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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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之反映的历史叙述问题，所以傅高义才将大量的篇幅用在近代史这一时期，为的就是力求提供

更完整和更准确的历史叙事。
此外，傅高义还希望中日两国多一些积极互动，多看到彼此之间的光明面，而不应该强调中日

关系史上的阴暗面。 近代以来日本为中国培养了很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人才，日本的经济技术

援助为中国改革开放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也不能忽视。 傅高义想要呈现给我们的是多面向的日本，
这个日本———亦师、亦敌、亦友，这些是建立在近代以来日本作为加害国、中国作为受害国，日本作

为先进国、中国作为后进国这样的结构基础上产生的。①

在近年中日关系通史性著作渐趋减少的背景下，该书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 虽然该书从宏观

的结构到微观的事实或许存在若干问题，但不影响其成为了解中日关系史的“窗口”之作。 该书提

出的诸多见解都非常具有建设性和可操作性。 作者的最终目的是以局外人的视角推动中日关系的

历史和解，而我们作为中日关系的当局者则要直面中日关系中的各类问题。 对于学者而言，提供什

么样的素材和解释非常重要，因为这会影响到一般读者对历史事实的了解和判断。

〔作者王广涛，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高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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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文献总库·近代报纸数据库”第四辑即将上线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开发的“中国历史文献总库·近代报纸数据

库”第四辑预定上线。 第四辑新增 １００ 种报纸，３０ 万版，包括《东南日报》《西北日报》
《新蜀报》《中山日报》等重要报纸，以及《盐阜大众》《人民报》 《新生报》 《群众日报》
《石门新报》《冀南日报》等红色报纸 ３０ 余种。 数据库通过报纸图像数据和出版日期、
版次、标题文本、篇目坐标等信息的有效关联，提供基于标题的篇目检索和下载，篇目

可热区显示，在版面中精准定位。
截至目前，“中国历史文献总库·近代报纸数据库”已上线报纸 ３０８ 种，总计 １２０

万版，每年至少更新 １００ 种，２０２５ 年建设到 １０００ 种，基本实现晚清民国时期报纸的全

覆盖。 ２０２０ 年底，数据库可提供 １５ 万版的精校级文本检索服务。 （李强）

６４１

① 较近的代表性研究可参见王柯《亦师亦友亦敌：民族主义与近代中日关系》，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李永

晶：《友邦还是敌国？ ———战后中日关系与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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